對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第二期的建言—

由規劃《新橋譯叢》的經驗談起

康  樂
(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

 國科會人文處推動「經典譯注」計劃，最近正在進行第二期工作的規劃。在參加過第一次規劃會議之後，我想把我的一些看法寫出來供大家參考。1981年底，我規劃了一套《新橋譯叢》，1984年出版第一批書籍，歷時20年之後的今天，《新橋譯叢》已出書四十餘種，總字數超過一千餘萬。只是，礙於客觀因素的限制，完成的書籍只及於原初理想的一部份。在原先的構想裡，《新橋譯叢》計劃推出兩套叢書：《經典系列》與《名著系列》。前者以十九、二十世紀社會科學界的大師，如韋伯、涂爾幹等人為對象，有系統地譯出他們最為重要的一些作品；後者則以學科及主題為對象，例如哲學、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或「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等主題，每一學科及主題分別選擇若干種近數十年來較為重要的作品。

    之所以採取這樣的一個構想，主要是我們認為學術著作的引介，不能像其他的作品那樣，以市場為取向，只要熱門即趕快搶譯。這樣的作法最後只能在我們的學術版圖上造成一些零零落落、互不相干的小點，而不能構成一個整體的面。《新橋譯叢》從一開始就認識清楚，單以一套叢書的力量，是不可能將西方學術史上重要的作品全部引介進來。然而，如果我們能夠集中力量，將幾位大師、幾個主題的重要著作，全面性地——注意，我這裡說的是「全面性」——介紹進來，那麼，我們或許就可以擁有幾個比較牢靠、比較完整的學術基地，從這裡再作進一步的發展。

    今天一談到翻譯，大家首先都想到「經典」才是值得翻譯的作品。問題是，什麼作品才能算是「經典」？眾所同意的一個判準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作品。可是，多長的一段時間？五十年，還是一世紀？短於這些時間的作品難道就不重要？再說，現代的作品著眼的是解決或檢討當前的問題，對我們而言，是否更有參考的價值，也因此更值得翻譯介紹？這樣的爭論固然不能說毫無意義可言，卻也無助於問題之解決。因此，如果我們暫且拋開「經典」與否的思考，轉而假定一本著作果真有其重要性與影響力的話，它就不可能是一本單一的作品。換言之，應當有一些跟它唱反調的作品，同時也有一些延續其思路發展出來的作品。想要翻譯此書的學者，對於此書在整個學術史上的地位及與相關的其他各家作品應當是極為熟稔的。因此，一個翻譯計劃的提出，應該不會只是一本單一的作品，而是一系列的、互相呼應的作品。可以是三本五本，也有可能是一大套，這就要看這本書的重要性而定了。舉例而言，孔恩(Thomas Kuhn)以《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聞名，可是，不管在當時或以後，支持或反對他的理論的所在多有，其中也有不少作者有其獨到之見。《新橋譯叢》當年在翻譯孔恩的作品時，同時就安排了四、五本相關的著作，可惜的是，除了孔恩的名著外，其他作品的翻譯皆胎死腹中。《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也就成了《新橋譯叢》裡的「一家之言」。

    商業出版社的翻譯計劃常會遇到上述不在意圖之中的結果，以致數十本書推出來後，還是只能在整個學術版圖上呈現出一些零零落落、互不相干的小據點，而看不到一些比較穩固的基地的形成。國科會的翻譯計劃，因為是由學者主動申請，只要事先規劃的方向明確，則不致有此缺陷。由於這些年海內外譯書甚多，提出的計劃中可能有些書已經譯妥(譬如說上述《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這也無妨，只要計劃中其他的書能與已譯出的書構成一個有意義的脈絡即可——前提條件是，譯妥的書得具有一定的翻譯水準才行。

    除此之外，還須提醒一點的是，自從台灣通過「著作權法」以來，所有在1965年以後出版的書皆須取得授權才能翻譯，一個完整的計劃極有可能就因為其中一、二本書無法取得授權而告胎死腹中，這點也會為譯叢的進行投下一些難以掌握的變數。

